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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佛教与民族关系
＊

黄夏年，于　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２１）

［摘　要］北朝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历史时期。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多民族
聚居，其文化由此而表现出极强的融合性。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是北朝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
精神寄托。北朝佛学研究成果丰富，以译经最为注目。语异华戎、教分权实的佛教文化，在北
方戎华两族之间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走出了一条互鉴互融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北朝夷夏之争
的独特风貌。离开了对“心”的改造的政权，肯定不能长治久安，所以“治民之本”最重要的是从
观念上去改变民族的思维。“四姓出家，同一释种”，这一佛教理念在北朝社会起到了推动民族
和解的作用。北朝佛教的超越性，使其立足本位，向四方辐射，一乘宣教，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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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也是一个多民族的
国家。早在周朝，中原地域为特点的华夏与东夷、
西戎、南蛮、北狄等“四夷”，共同开启了我国多民
族的“夷夏”历史。随着“中国”的版图扩大和华夏
与“四夷”的密切交往，夷夏之间界限也在不断地
改变。到了公元４世纪至６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
期，随着外来的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夷夏关系
有了新的发展。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指出：“夫华
人奉佛，本系用夷变夏。及至魏晋，佛教义学与清
谈玄学同以履践大道为目的。深智之夷人与受教
之汉人，形迹虽殊，而道躯无别。自无所谓华戎之
辨。由凉州道人在于阗城中写汉文经典之事观
之，东西文化交相影响，可谓至深。”［１］（Ｐ２５７）汤先生
所言“东西文化交相影响”，即夷夏民族与文化的
交流融合。

　　一、北朝佛教的译经与实践

“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
叶。”［２］（Ｐ２７０９）古人指出了中国南北两地不同的地
域文化特点。南北佛教文化差别，大抵表现在南

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的区别上。例如南方僧人
对佛教理论给予深入考察，在佛性论、三论、《法
华》与《华严》等方面确实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但
是北方也不是没有学术，当时中国北方的长安逍
遥园译场不亚于南方的译场，甚而超过南方金陵
城内的扶南馆译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主持逍遥
园译场时，僧人数量多达三千，其中鸠摩罗什的著
名弟子也有多人。佛教谈“空”的般若类经典，汉
译最早的是竺朔佛在洛阳译出的《道行般若经》，
最系统的是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的“三论”，最完
整的是玄奘在长安译出的六百卷《大般若经》。古
人云：“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
无乖舛，于是法大著中原。”［３］（Ｐ３０２９）译经活动的兴
盛为北方佛教义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后
来佛教理论性很强的宗派如唯识宗、华严宗等都
是在北方地区创宗的。古时人认为南方佛教兴盛
皆因为北方佛教的影响，“有佛事于齐、晋之地久矣
哉。所以不说于《三传》者，亦犹干宝、孙盛之史无
语称佛，而妙化实彰有晋，而盛于江左也”［４］（Ｐ１２）。
在佛教实践与应用上，北朝佛教则更加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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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各民族军队相继在中原厮
杀竞争，形成较长时期“鲜卑车马客”［５］（Ｐ３５３）的现
象。佛教在这个大环境中得益，并发展壮大起来。
曾经是西戎之地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和敦煌一直
是佛教重镇，“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
寺。”［３］（Ｐ３０３２）僧人和佛事皆向内地流动，促使佛教
发展很快。出家人太多，统治者只好下令不准五
十岁以下的人出家。北魏法果和尚，被太祖道武
皇帝礼遇，法果称赞太祖明睿好道，是当今如来，
沙门当尽礼太祖，并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
耳”。北魏的拓跋氏原是游牧民族，后来在平城
（今山西大同）立朝。拓跋氏原来不信仰佛教，后
来成为虔诚佛教徒，太武帝曾经下诏：“夫佛法之
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
可依凭。”［３］（Ｐ３０３０）在皇帝的支持下，整个京城建饰
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北魏孝文
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的西域人达三千余人，皇帝
为之建造了千余房间的永明寺，“远近承风，无不
事佛”［６］（Ｐ３９１）。洛阳也是禅宗创生地，从南方来洛
的南印度僧人菩提达磨在登封少林寺后山创立禅

宗。洛阳成为北朝佛教的第一中心。北朝的另一
个中心长安，先后创立了念佛的净土宗、南山律宗
和密宗等实践性很强的派别。有关史料记载，后
秦“姚兴托意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
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
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
而九矣。”［７］（Ｐ１６５１）佛教在长安的盛态，是当时的一
件大事，引人注目。第三个中心为邺城（今河南安
阳等地），僧人佛图澄于此弘法。其弟子遍于郡
国，劝统治者不杀无辜，“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
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８］（Ｐ３８２）。
北朝佛教盛兴是伴随着中国北方民族迁徙的

高潮而起的。“前史称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
大国之众数万，小国数百，而终不相兼并，内属之
后，习俗颇弊，犹甚淳弱，罕行杀伐。”［４］（Ｐ６９）北方地
区先后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
族，号称“五胡”，陆续建立五凉（前凉、后凉、南凉、
北凉、西凉）、四燕（前燕、后燕、北燕、南燕）、三秦
（前秦、后秦、西秦）、二赵（前赵、后赵）、大夏等十
五个北方政权，再加上南方的成汉，共计十六个政
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虽然各国之间战争不断，
但是在精神信仰方面却因佛教的影响而改变。
“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９］（Ｐ１５４）

北朝地区佛教兴盛为汉魏晋世以来从没有过的现

象，成为改变社会风气的重要原因。史称“又五胡
乱华以来，生民涂炭冤横死亡者不可胜数，其中设
获苏息，必释教是赖。”［４］（Ｐ６９）可知在战乱频仍的北
方，佛教是各民族能够获得生息的重要依赖之一。
“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在北方，佛教不仅是民族
的信仰，还连结了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感情。

　　二、夷夏论与戎华论之争与融合

汤用彤先生说：“魏晋以来虽因玄佛二家合流，

而华戎之界不严。然自汉以后，又因佛道二教分
流，而夷夏之争以起。西晋道士王浮作《化胡经》，

提出此问题。”［１］（Ｐ２５７）如果说过去的“夷夏之争”只
是中国大地的中原与周边的地区所进行的所谓“正
朔”之争，“君言夷夏论者，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
之流，北有乱头被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礼于
中，故有夷夏之别。”［４］（Ｐ４７）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南
北两地的“夷夏论”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汤用
彤先生指出：“北朝道佛之争根据在权力。故其抗
斗之结果，往往为武力之毁灭。南方道佛之争根据
为理论。而其诤论至急切，则用学理谋根本之推
翻。南朝人士所持可以根本推翻佛法之学说有二：
一为神灭，一为夷夏。因二者均可以根本倾覆释
教。故双方均辩之至急，而论之至多也。”［１］（Ｐ２５８）

南方在传统地域文化的“夷夏之争”的基础
上，发展出中外两种文化思想论争的“夷夏之争”。
道儒二家提出，佛教是夷人相信的宗教，佛是西域
外来之神，中国人不应奉祀外神。魏晋道士王浮
伪作《老子化胡经》《西升经》等，言老子西出关外
教化胡王，度桑门，建佛教。南朝刘宋道士顾欢作
《夷夏论》，认为夷夏之间在穿着、葬礼以及伦理方
面都不相同，“端委搢绅（儒士）诸华之容，剪发旷
衣群夷之服也。”［４］（Ｐ３７）所以，“今以中夏之性，效西
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
祀”［１０］（Ｐ９３１）。儒士何承天则说：“中国之人，禀性
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

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科之戒。”［４］（Ｐ１９）

齐世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指责佛教“入国破
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因此佛教“不施中国，本
止西域。”［４］（Ｐ５０）佛教徒撰写文章反驳道教的说法，

说道教只是中国一方宗教，佛教则是广化宗教；老
子是一方之哲，释迦是万神之宗。佛教传入中国，
是佛陀教化中土，用“戎华说”与“夷夏论”抗衡。
又道教主张长生不死，佛教以去漏为任；道经少而
秽，佛典广而深等等，佛教徒认为，“佛据天地之中

６１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ｗｌｘｙ．ｃｎ／ｚａｚｈｉｓｈｅ／ｓｈｅｈｕ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４］（Ｐ４７）儒家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只有“井坎之渊”的眼界，没有
远大的“江湖之望”；儒家的周孔有“雅正之制”礼
俗，佛教则有超俗的佛法。所以儒家的“雅正之
制”与四夷不同，只能影响到四夷地区，佛教因为
超俗，其“德”可以推及八方。
北朝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激

烈碰撞，各民族政权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与相融。
由此，民族大融合成为此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现
象。佛典载：“戎华者东则尽于虚境，西则穷于幽
乡，北则逾于溟表，南则极乎空阎，如来扇化中土，
故有戎华之异也。”［４］（Ｐ４７）“戎”者，除了代表“西戎”
之外，还涉指西来中土的佛教，“以中夏之性，效西
戎之法者”，将中华的儒家之人性说与西来的佛门
之教法合在一起统称“戎华”。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曾经“益国十二，
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戎族”就生活在广袤的西
北地区。“戎华说”是北方的“夷夏论”，佛教则对
这一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因为佛
教是从西天佛国印度传过来，戎族生活在西域地
区，虽然“穷于幽乡”，过的是游牧民族生活，可谓
“世代流远，戎华音隔”［１１］（Ｐ３６５），然而华戎制异，人
神流别，例如“棺殡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
戎之俗”［１０］（Ｐ９３１）。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夏服
祀，不宜杂错，与传统中原儒家农耕文化有显著的
差别。佛书说：“华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国之人，
禀气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
徒，受 性 刚 强，贪 欲 忿 戾，故 释 氏 严 五 戒 之
科。”［４］（Ｐ１９）这时的“戎华论”已经上升为中外文化
思想之争，而不再是过去的地域文化思想之争了。
中国佛教徒非常明了戎族佛教的作用，以及

在这些地方生活的佛教僧人与居士对促进戎华佛

教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例如佛教经典记载，天
竺人耆域法师，“周流华戎，靡有常所”［８］（Ｐ３８８）。龟
兹鸠摩罗什法师“语通华戎，识兼音义”［４］（Ｐ５０）。凉
州人竺佛念法师，“家世河西，通习方语，故能交译
戎华，宣法关渭”［１２］（Ｐ９９）。凉州沙门宝云法师，“华
戎兼通，言音允正，众咸信服”［１３］（Ｐ８９）。
总之，从东汉永平二年（前２）到隋开皇年间

的六百年间，参与译经的“总其华戎道俗，合有一
百八十二人，所译经律戒论大小乘三藏杂记等，凡
二千 一 百 七 十 一 部，总 有 六 千 四 百 四 十 六
卷。”［１４］（Ｐ４８５）对汉地文化而言，“内则树善凭福，外
则应天顺民，故得华戎率从，群凶授首，仓库充牣，

封域廊清，若非内外福飨，岂能克定艰难者
也。”［９］（Ｐ１７５）对戎华两地佛教学说来讲，“是以《智
论》有内外两经，《仁王》辩内外两论，《方等》明内
外两律，《百论》言内外二道。若通论内外则该被
华戎；若局命此方则可云儒释，释教为内，儒教为
外，道无别教，宗结儒流，备彰前典，非为诞谬，详
览载籍，寻讨根源。”［１５］（Ｐ３７２）可见佛教对戎华两地
的文化交流以及社会发展的讨论，不在表面性质
论说的不同，已经进入实质性的深层次问题了。
语异华戎、教分权实的戎华两族，其文化交流

可以上溯到西周。周宣王三年（前８２５）曾经发动
过征伐西戎的战争。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
却无法改变华戎杂处的情形。因为在长期的民族
交流中，戎华两族已经从相互的战争改为互相学
习与借鉴，发展成相互吸收、相互包容的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之的传统。大家意识到“文
武威风”不能取胜对方的，就像“有大方略者，不能
据形胜以制戎狄”（钦定四库全书·经部·诗类张
次仲《待轩诗记》卷七）一样。“南朝之学，玄理佛
理，实相合流。北朝之学，经学佛学，似为俱起。
合流者交互影响，相得益彰。俱起者则由于国家
学术之发达，二教各自同时兴盛，因而互有关涉。
盖魏帝信佛，始于道武，而道武即重经学。北方佛
义之兴由于孝文，而孝文帝并益崇儒术。北方佛
教信 仰 与 南 迥 异，其 经 学 崇 尚 与 南 方 亦 不
同。”［１］（Ｐ２９３－２９４）戎华两族只能以和为贵，以融而
合，美美相彰，进而一体，走一条互鉴互融的发展
道路。通过相行相融，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成为与南朝文化相并列的北
朝文化。经济利益的诉求，决定了戒行严明、华戎
敬异的戎华各民族的发展。据载北朝长安“俗具
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
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
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
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１６］（Ｐ８１７）。长安经济繁
荣，各种人和各个民族都有。他们主要是在皆为
利来、皆为利往的目的下而在长安定居生活，繁荣
的市场经济在给长安带来了各种利益的同时，也
伴生出各种社会问题，这一切看似不正常实为正
常的现象，其实正是人类社会的需要，也是政府想
做的事情。古人云：“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欲
以扬荆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
虎，虽留兵守之，适足资敌耳。愿且按兵息民，以观
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１７］（Ｐ３７０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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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不是解决民族冲突的唯一手段。经济贸易的互
通，文化的交流，有时比战争更能取得好的效果。

军队只是用来作为保障民族和解的，而不是用来
制造冲突的。古人已经看到这个道理了。

　　三、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佛教传入中国又一次改变了中国宗教格局与

文化结构。北朝地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
路。经过众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佛教徒努力，佛教
不仅是戎华两族共同拥有的信仰之一，更重要的
是它确实起到了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

流。古人指出：“发明春秋，莫谨于华戎之辨，故晋
与白狄伐秦，及秦与白狄伐晋，皆不殊之，所以夷秦
晋中国恶其族类不分之罪也。宇文立国，听命于
夷，今又与突厥连兵，是其志在利人土地，而不知中
国与夷狄不分，人类与禽兽无别，亦将沦胥为一无
以戒乱华之祸矣。”（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史评
类，朱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三十四）春秋战国
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
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春秋
各国称霸，相互之间战争不断，同时又互相利用，所
有的战争都是出于某种目的，例如对人口与土地的
掠夺，实力是最重要的。所以各国统治者不在意民
族身分的鉴别，而且想方设法去增加自己的实力，
把握打胜仗的机会。今天晋国可以联合白狄一起
讨伐秦国，明天秦国又可能与白狄一起讨伐晋国，
可见他们重视的是国家的管理权与统治权，如同
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刻的“余其宅兹中
国，自之辟民”①，强调的就是国家的统治权与管理
权。而这种权力则是建立在观念改变基础上的。

例如北魏孝武帝西迁长安，雅乐废缺，于是征博天
下，广采遗逸，又征稽诸典故，创新改旧，建立新乐。

当时有一种从蜀地来的乐器，有人指出：“此錞于
也。”［１８］（Ｐ４３２）其声极振，可以将其纳入合乐之中。从
这件小事即可看出，融于汉文化的民族，也经历了
广采博收的过程，而不是全盘照搬。
民族之间的融和或征服，说到底是思想的活

动。苏绰给北魏太祖道武帝上表曰：“凡治民之
体，先当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

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１８］（Ｐ３８２）苏绰指出了
“治心”在一个国家政权中的重要作用，离开了对
“心”的改造的政权，肯定是不能长治久安的，所以
“治民之本”是要从观念上去改变一个民族的思维
才是最重要的。从另一个角度言，强调民族区别

的“夷夏之争”与内外有别的做法，不过就是“不使
之得与中国等”（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
朱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的思维，即异族
人只能是被统治者，不能与统治者拥有同样的权
力。古人指出这是“此固纲目、贵华贱夷之意”（钦
定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朱熹《御批资治通鉴
纲目》卷三十四），所谓“纲目”是指朱熹编纂的《资
治通鉴纲目》，该书褒贬春秋，“贵华贱夷”，明辨伦
理纲常，强调“正朔”，故而受到史家的批评。例如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４５４—４７６）时期，一千余家蠕
蠕（柔然）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为了防止这些蠕
蠕叛走，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奏请将他
们徙置于淮北地区。献文帝下诏许之，派杨椿做
使节前往劝说。杨椿上书给献文帝曰：“臣以古人
有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

是以先朝居之于荒服之间者，正以悦近来远，招附
殊俗，亦以别华戎、异内外也。今新附者众，若旧
者见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则走叛。
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类，衣毛食肉，乐冬
便寒。南土湿热，往必将尽。进失归伏之心，退非
藩卫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后患。愚心所见，谓为
不可。”［３］（Ｐ１２８６）杨椿的看法是对的，“贵华贱夷”思
维的最大坏处是在制造人民间的对立，原住民严
重地抵触新附民后，逼着新附民重新反叛。蠕蠕
已经习惯了只穿毛氅，吃着肉，在寒冷的冬天生
活，现在让他们到南方湿热地区生活，肯定最后都
会死在那里，生活不适宜将会让蠕蠕不得不反，后
来事实证明，迁徙济州、缘河居之的蠕蠕，“果悉浮
河赴贼，所在抄掠，如椿所策”［３］（Ｐ１２８６）。

　　四、四姓出家，同一释种

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受海洋文明的宽广境
界之影响，将自己喻为“佛海”，并且建构了各种各
样的“海”。例如“出生长养大悲之力，除生死苦，
游生死海而无疲倦，摄取众生海，令住功德海，得
一切 法 智 海 光 明，见 一 切 佛 海，度 一 切 智
海。”［１９］（Ｐ７１４）“入于大海，因为说法，悉令欢喜，离
生死怖，入一切智海，竭爱欲海，逮得三世光明智
海，度一切苦海，清净一切众生心海，严净一切诸
佛刹海，遍游一切十方界海，无所障碍；知一切众
生诸根愿海，随顺一切众生行海，知一切众生随所
应海。”［１９］（Ｐ７１４）这些不同的“海”之称呼，是佛教自
建的大格局写照。因为有了这种大格局，佛教才
能够传法到整个世界，从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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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摄受许多民族，影响一些国家与民族的文化。
释迦牟尼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基础

上建立佛教的。“四姓出家，同一释种”，则是佛教
平等思想的最好表述之一。由于种族、经济、政
治、知识、宗教和地位等原因，使每个国家或社会
都存在种族不同，主次分别，阶层林立，信仰固定
的不同群体，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出现了以某一
种族群体为主，流行某种主体信仰，有一定的经济
地位，代表某一集团政治诉求等情况。其结果就
会产生自认出生种族优越、控制主流文化、据有高
层地位和拥有重权的高层阶层以及因此而产生的

群体。印度种姓制度明显滋生了这种社会，所以
才受到生活在社会低层或某些有进步思想的“沙
门”反对。
从地域性说，佛教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点，是

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典范。《魏书·司马叡传》记
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
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
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叡羁縻
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陆种，以罟网为
业。机巧趋利，恩义寡薄。家无藏蓄，常守饥寒，地
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
之害，无所不有。”［３］（Ｐ２０９３）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僧人曾
经向北魏皇帝报告：“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
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３］（Ｐ３０３６）佛
教说印度有东殑伽河，从阿耨达池银牛口流出，绕
池一匝，入东南海。南信度河，从阿耨达池金象口
流出，绕池一匝，入西南海。西缚刍河，从阿达池琉
璃马口流出，绕池一匝，入西北海。北徙多河，从阿
达池颇肢师子口流出，绕池一匝，入东北海。四河
四海最终汇入大海，就像四姓同归为释种，故佛经
云“四河入海，无复异名；四姓出家，同称释氏”。
中国人早就知道佛教有超级化物的能力。袁

宏《后汉纪》曰：“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万物，而大
济群生。”［２０］（Ｐ３５６）可知“化通”就是佛教最重要的
功能之一。在中国则转换为“圆融”或“融通”的形
式。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国
度，它既要高扬自己的风格，强调与众不同的特
点，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同时又要表现出开
放的心态，强调特有的圆融理论来显示自己的博
大胸怀。佛经说“四姓出家，同一释种”，就包含有
社会性、人间性、平等性与地域性等多种因素。从
社会性来讲，印度社会分为四个阶层，即：一婆罗
门，为宗教师；二刹帝利，为王公贵族；三吠舍，为

商人；四首陀罗，为农民。此外还有达利特，是贱
民，亦称为“不可接触者”，不论种姓出身如何，只
要接受佛教并出家的人，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经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见，及盲聋瘖痖，牢
狱毒痛，皆得安宁。夫佛远近存亡，有戒无戒，等
以慈焉。”［４］（Ｐ１３）这是以“等慈”思想对印度种姓社
会的反动，体现了佛教的平等思想。
从人间性而言，佛教这时已经深入到人间了。

时人指出：“佛教两弘，亦有处俗之教，或泽流天下
道洽六亲，固以协赞皇极而不虚沾其德矣。夫佛
教存行各以事应，因缘有本必至无差者也。如此，
则为道者亦何能违之哉？是故释迦之道不能超白

净津梁，虽未获须陀，故是同国人所蒙耳。就如来
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谓宜教者所
可拟议也，来示未能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
是未之谕也，想不惑留常之滞而谬，情理之用
耳。”［４］（Ｐ８４）佛教在社会上是全方位的，它既是出世
间的，又有世间，所以说它是“两弘”。其所谓的
“处俗”之教，就是在人间广为宣化，泽流天下，道
洽六亲的人间佛教。佛教存于人间，结缘于人间，
是为天下人类所用的佛教。在中国佛教里，“四姓
出家，同一释种”则被解释为凡是出家的人皆要以
释为姓，据说这是中国僧人道安创造的传统，是中
国传统宗法思想在佛教里的反映。然而“四姓出
家，同一释种”在中国除了引入中国传统宗法思想
与宗族社会的管理思想外，在北朝社会它可以起
到推动民族和解的作用。通过“同一释种”的理
念，出家人之间以佛教为联结点，拉近了不同民族
佛教徒之间的感情，“以佛教信仰促合解”成为多
民族社会的又一重要手段。

　　五、民族佛教的超越性

佛教之所以能在夷夏论与戎华论之争的活动

中经受了理论的“批判”与行政的“消灭”而坚持下
来，最后得到了更大发展，成为社会流行的最重要
之私信仰，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的特殊理论与佛
教所建立的民族信仰命运共同体，其理论基础可
以在南北朝时期译出的佛经当中找到。
佛教是诸宗教里思辨性很强的宗教。古代僧

馥法师说佛教理论特点是：“论缘性则以二谛为宗，
语玄会则以权智为主，言菩提则以无得为玄，明发意
则以冥期为妙，婉约而弘深，莫不备矣。”［１２］（Ｐ６５）佛教
博大精深，认识事物有“真谛”与“俗谛”，解释深奥
的学说就有权智方便说法，解脱觉悟以无得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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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以克期取证为妙道，理论弘深且广，为人类智慧
结晶。佛教理论“与废更迭，理自应机，并从世
运”［９］（Ｐ１５５），具有其超越性与人间性两大特点。对
佛教而言，所谓“超越性”是指佛教的解脱境界并不
是停留在某一顶点，而是以超越一切为最终的目
的。例如一神论把宗教定位在最高的一神之万能
性上，整个世界皆是由此“神”所创生。佛教则把
超越一切作为最高的境界，到了这个境界有无都
不存在，同时又也涵纳了所有的存在，呈现出开放
性且无边际的虚空特色。佛教把世界看成虚幻不
实的，诸事诸物都是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缘起关系所决定的，
任何事情都是处在了生住异灭的无常过程之中，
同时又有作为互为条件的缘起关系之实在，所以
佛教有“渊博弘富，温而弥旷”［２１］（Ｐ１）和“道无不由，
法无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归”［２１］（Ｐ１）的特点。超
越性让信众摆脱了民族身分的羁绊，从而拥有了
更广的眼界与心理承受能力，例如大乘佛教的认
识论是不二的，这是说既是承认现实世界的存在，
但是又看到它的本质是空性的，即佛经所说“凡所
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２２］（Ｐ７４９）

之不二法门认识。它指出了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
要把超越虚幻而成佛作为最终目的，故佛经人生与
世界来说：“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
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
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２２］（Ｐ７５０）对
世界而言，“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
切法”［２２］（Ｐ７５１）。所以佛教徒可以超越了自身认识
的障碍，拥有更高的胸怀与更广的眼界。
超越性使佛教成为世界宗教之一，一直在世

界各地流传。超越性的佛教是没有边界的宗教，
跨过了国家与民族的樊篱。北朝佛教的超越性，
使其立足本位，向“南化则滨，□启禅心。西涉则
胡主 启 颡，北 训 夷 狄 体 善，东 据 则 现 生 季
俗”［２３］（Ｐ２０６）。四方辐射，即以北朝佛教为中心而
向东西南北四方发展。北朝佛教的超越性发挥了
“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
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
归”［４］（Ｐ５１）的特点，方便权应不受限制，不论道俗的
身份如何，不讲地域方向位置，也不强调华戎民族
本色，只要是信仰佛教的人，大家都可以共解，一
乘宣教，殊途同归。
佛法无边，格局广大。“理深语大，非近情所

测。时远事深，宁小机欲辩。岂以一世之局见，而

拒久远之通议，封迷忽悟不亦过乎！”［９］（Ｐ１５４）佛教
的大格局囊括了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远则涉及
宇宙，近则涉及人我；前涉及世界的产生，后则涉
及人的来世；浅则涉及人之生活，深则探索心灵的
变化；远达五洲，近择当下。犹如“诸大菩萨行于
生死烦恼大海，无所染着，离邪见海，入实法海，以
善方便摄众生海，住一切智海，灭一切众生诸放逸
海，善 分 别 知 时、非 时 海，善 方 便 知 化 众 生
海”［１９］（Ｐ７１４）的博大品格，就是佛经也具有超迈的
品质，“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
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肃焉感神，
其映如日其清如风，非圣谁说乎，谨推世之所见，
而会佛之理为明。”［４］（Ｐ９）佛教的“超越一切”“同一
释种”的思维方式进入中国，与儒道两家文化相
接，化解华戎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与操作思路。中国佛教被转换成“融摄性”的佛
教，较好地解决了因民族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矛盾，
充分利用佛教信仰的“超越性”的大平台，将各种
信仰佛教的民族纳入一个统一的“信仰命运共同
体”之中。在这个大平台上，各民族“超越”了本民
族认识的狭隘，例如佛像崇拜是佛教徒共同遵守
的规定。在北传佛教里面，汉式佛像是汉孝明帝
在洛阳建立白马寺始就开始传入。“自晋魏（北
朝）六朝以至于宋，代与西国通和，公私往来，时时
不断，故多得西国佛像。而唐之玄奘法师，遍历五
竺境，共十有七载，瞻礼世尊过化之地，综通其声
教，《大般若》等经千有余卷，金玉佛像百什余躯，
俱以大象载归。其像之精妙，皆阿育王等所造者
焉。盖自汉以来，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来像为
模。工行家，祖述相传，此所谓汉式者也（或以谓
唐式）。”［２４］（Ｐ９３９）佛教有各种派别，各派有自己的
经典与教说，但是各派佛教徒都尊重佛像。这是
以精神信仰作为基础，民族文化作为因子，互相交
流，同勉共励，真正把“以信仰促交流”做到实处，
推进各民族之间的互鉴共进，进而创生出多民族
的中华佛教。所以古人说：“佛国之伟，精神不灭。
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
报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实，黄华之听，岂纳
云门之调哉！”［４］（Ｐ９）佛教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
精神是永存的，人可以与佛等同，心中装有了宇
宙，又可以显示空门，一切都是宿缘所报，突显了
英奇超远、理信之性的境界，这远不是中国传统中
的黄华曲调、云门之调所能比拟的。佛教有了这
个大格局，就可以将各个民族平等一如地纳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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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台之中，从而促成民族之间的交流，推动各
民族之间的和解，完成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
注释

①　１９６３年在陕西宝鸡市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上的铭

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

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为周武王在攻

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

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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